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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自发”到“生态自觉”
———太湖流域地区农民垃圾处置行为改变研究

蒋 培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如何应对农村垃圾问题是当前全社会共同面临的难题。农村垃圾处置是否恰当关系
到农村环境的稳定、农民生活的幸福与农村社会的和谐。通过理论梳理与实地调查，我们发现太
湖流域地区部分农村从本村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应对农村垃圾问题，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农民在垃
圾处置过程中转变了环境意识，并改变了自身不恰当的环境行为，认识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
间的内在关系，达到了一种“生态自觉”的状态。太湖流域地区农民垃圾处置行为改变的实践模
式，不仅取得了良好的生态效益，同时还实现了经济效益的增长与社会效益的扩展。此外，经过对
研究案例的深度剖析，总结形成了农民生态自觉行为的发生发展规律，并为今后有关农村垃圾处
置环境制度的制定提供经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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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
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同时，乡村振兴战略中也强调要实现农村环境的“生态宜居”，为农民创造良好生
产生活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中国。当前农村生态与环境治理已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议
题。农村环境管理是一种典型的农村公共事务活动，环境资源和环境服务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其“消费上的
非排他性”和“供给上非排他性”［1］特征决定了政府应在环境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与城市社区不同，农村
社会仍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且差异性大，以“政府担大责”的环境管理方式并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农村社
会［2］，容易出现“一刀切”的管理问题，或者说政府主导型环境管理模式与农村环境保护存在不兼容性［3］。
基于此，学界为克服政府本位的环境管理“路径依赖”，为农村环境管理开辟新路径，提出了“四位一体”的环
境保护管理模式［4］、农村环境自主治理模式［5］、多中心环境管理制度［6］、多元化环境保护管理体制［7］、环境
契约管理体系等［8］。其实，从农村环境管理过程来看，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应强调政府、农民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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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管理中的互动过程，理解成功的农村环境治理背后政府与农民的行动逻辑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需要何种
社会环境以及进一步明确有效互动的不同阶段。

笔者在江浙等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多次实地调查，发现了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村垃圾处置案例。有的
农村在政府制度与项目支持下进行“大刀阔斧”地开展环境治理，例如，百沙村①为应对生活污水、生活垃圾
的环境影响，对全村农户实施了“截污纳管”工程，利用工程技术手段来治理污染。但事后，当地村干部、村
民也在反思这种治理模式的可持续性与生态性。有的农村则已跨过这一阶段，里家村在政府开展截污纳管
工程之后进行调整，加入沼气池处理环节，实现垃圾处置目的的同时也满足当地农业生产要求。有的农村
则从一开始就立足于本地，探索符合当地社会情况的环境治理模式。南京马场村的厨余垃圾沤肥方式，实
现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利用。可见，部分农村地区改良政府环境管理手段或自我探索环境治理
模式的尝试，更多的是农民从农村社会出发来寻求环境治理途径，具有深入研究的社会价值。

在此，先简要地介绍一下实地调查与研究对象情况。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博士后项目的研究计
划，笔者在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组织下对长三角地区上海、南京、杭州、金华等地的农村生活污染问题进
行了多次实地调查。案例村的情况介绍如下: 里家村位于杭州市西郊，全村现有 377 户，共 1 275 人。大部
分农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生计方式，少数村民从事农家乐经营活动②。日常生活垃圾主要是各种生活
污水、固体垃圾以及牲畜粪便等。百沙村同样位于杭州市西郊，现有农户 400 多户，共 1 160 人，现有农家乐
经营户 300多户，全村 75%的劳动力投入到旅游服务业中③。日常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人粪尿等生活污水
数量较大，是主要的环境治理难题。马场村位于南京市东郊，全村共有 56 户，178 人，村中有特色农家乐 11
户，2015年游客接待量超过 76万人次④。当前农村厨余垃圾处理是全村环境治理中最难应对的问题，是地
方政府和农家乐经营户最为关心的话题。

笔者从 2013起就一直关注农村生活污染问题，不定期地做一些实地调查，利用现场查看、深度访谈、文
献收集等方法收集资料。在一些农村进行长期跟踪调查，掌握农村生活污染变化情况以及环境治理状况。
同时，在实地调查中与当地村干部、农民结成了良好的友谊关系，便于真实地掌握当地的情况与做好后期跟
踪调查。此外，开展实地调查也是笔者与当地农民之间进行互动交流的过程，不仅能够真实地了解当地农
村生态、环境的变化情况，而且通过环境问题、环境事件的讨论来更好地理解农民的想法与行为。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述评

1．环境行为的界定

环境行为首先是一种社会行为或者社会行动。按照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结构理论中“单位行动”( Unit
Action) 的阐释，一个行动逻辑上包括如下几点: ( 1) 行动者: 是指作为行动主体的个人; ( 2) 目的: 行动者所
要达到的未来目标; ( 3) 情景:是目标实现的环境因素，又分为两个方面，行动的条件和手段; ( 4) 这些元素之
间的关系形式，即在选择达到目的的手段时，有着一种“规范约束”。它涉及思想、观念、行为取向［9］。韦伯
所理解的社会行动指的是一种人的举止( 不管外在或内在的举止，不为或容忍是一样) ，而且只有当行动者
或行动者们用一种主观的意向与它相联系的时候。然而，社会的行动应该是这样一种行动，根据行动者或
者行动者们所认为的行动的意向，它关联着别人的举止，并在行动的过程中以此为取向［10］。可见，社会行动
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单位，从人的行动( 行为) 来理解社会事实或社会问题。

学术界对环境行为概念并没有达成共识。武春友等认为环境行为是指能够影响环境品质或者环境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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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按照学术惯例，已对文中涉及的研究对象进行匿名化处理，下同。
资料来源于 2018年 3月里家村实地调查。
资料来源于 2018年 3月和 8月百沙村实地调查。
资料来源于 2018年 3月马场村实地调查。



护的行为。它可以是正面的、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行为，如资源回收等; 也可以是负面的行为，如浪费能源
等［11］。王芳则认为环境行为是作用于环境并对环境造成影响的人类社会行为和各社会行为主体之间的互
动行为。它既包括行为主体自身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也包括主体之间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后产生行为的
环境影响［12］。崔凤等认为当前的环境行为研究过于注重直接作用于环境的行为方面，忽视了许多间接性的
现实的环境行为。他们认为环境行为可以做如下分类: 个体型环境行为、群体型环境行为和组织型环境行
为［13］。虽然不同的学者对环境行为有不同的研究着眼点，但共同的特征是强调人对环境的某种干预或者影
响，以及人与环境之间形成某种关系。

2．有关环境治理的研究

有关生态或环境治理方面的社会学研究，国内外学者已有不少的论述。在生态治理方面，不得不提生
态现代化理论( Ecology Modernization Theory) ，荷兰学者 Mol等人认为，在现代环境污染治理方面，随着现代
化、市场化进程的推进，现代民主政府、科学技术、市场经济以及民众运动等能够有助于各类环境问题的解
决［14］。类似于生态现代化理论，美国学者 Grossman 和 Krueger 提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也认为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个拐点，经济越发展，相应的环境问题会得到有效治理，环境状况与经济发展呈现反
向变化趋势［15］。

不同于西方社会理论，“生活环境主义”理论具有东亚传统文化特色。日本学者鸟越皓之在考察日本琵
琶湖环境治理过程中，摈弃了原有的“自然主义”和“技术主义”治理思维，而是从当地居民的实际需要出发，
充分挖掘各种地方性生态知识。在治理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生活环境主义”的理论，该理论立足于当地
的环境状况，提出符合居民生产生活需求的环境治理方案［16］。

国内学者陈阿江在太湖流域调查环境问题后形成一系列理论机制，尝试探讨生态转型的研究。他就
“人水关系”提出两个可操作的理想类型: “人水不谐”和“人水和谐”。“人水不谐”着重探讨的是环境问题
产生以后所造成的健康、经济和社会影响。以环境影响健康为话题的“癌症村”研究是其团队代表作品，呈
现以环境—健康为话语的纷繁复杂的社会建构［17］。“人水和谐”类型则侧重于生态转型研究，认为“生态精
英”及“生态利益自觉”意识在早期的生态建设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8］。其团队成员陈涛对安徽当涂县
的“大养蟹”转变为“养大蟹”的生态转型案例进行详细分析［19］。

环境治理具有相应的空间性与时间性。无论是欧美西方国家提出的环境治理理论，还是中国、日本等
东亚国家开展的一些具体的环境治理研究，都是基于本土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所提出的。所以离开了特
定的地域环境，相关理论可能就不一定适用，也不具有推广价值。同时，不同时期的理论研究内容也存在着
较大差别。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环境治理研究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不具有纵向的延伸性价值，也难以通过
统一的标准来进行衡量。

三、农民垃圾处置行为的转变

现代社会下农民垃圾处置行为的转变需要经历一个长时段意识培养与行为实践的过程。结合调查案
例，我们分阶段、分类型地分析农民生态自觉行为的形成规律，更加明确地知晓不同阶段农民环境行为的表
现形态与实践样态。

1．经济理性思维影响下的环境危机

在经济发展初期，农村生态与环境容量都较大，经济发展造成的负面环境影响并不大，但随着长时间环
境危害的积累与环境污染的加重，环境问题开始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经济学所秉持的以经济发
展或财富增长为主要目标的发展观［20］，与现实社会公众为了实现美好生活的发展观之间有着本质区别，经
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如何协调成为一个两难选题。杭州百沙村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发展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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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全村到二十一世纪初已形成以乡村旅游与农家乐经营为主的产业模式，全村三分
之二以上的农户以经营农家乐为主要生计方式。到 2010 年以后，每年接待游客数量超过 100 万人次，还有
各类度假出租房，每年也有 3万～ 5 万人在此居住 2 ～ 3 个月。大部分村民经济收入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
2013年全村农家乐经营收入高达 8 000 多万元，每户农家乐经营收入少则 4 ～ 5 万元，多则 20 ～ 30 万元①。
但是，随着乡村旅游与农家乐的快速发展，各类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问题也不断地涌现出来。大量游客的进
入带来了数量巨大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各类固体垃圾乱扔乱堆，破坏了村庄景观和影响了水、土壤环境;
厨余垃圾、人粪尿等废弃物直排外环境严重污染周边水环境。可以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越
来越明显。在经济理性思维影响下，个体追求经济效益和物质消费效用的最大化，把各种环境成本外部化，
生活垃圾与生活污水造成的环境危害转嫁给公众，形成一种典型的“公地悲剧”［21］现象。这种“私”的个体
行为导致了当地环境状况的恶化，例如，公共河流、池塘、水库的水质下降，甚至出现富营养化问题。
“以前我们这边的水质还是可以的，是太湖的源头水，基本上没有什么污染。后来农家乐开得越来越

多，环保设施又没有跟上，经营户把生活污水直排到溪流中。时间一长，溪流的水质就不行了。下面的水库
是饮用水源保护地，但因为生活污水处理不到位，造成了水库水质下降，影响了饮用水源的安全……可以
说，那个时候虽然言语上强调加强环境污染治理，但都是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很多农家乐经营户铺设了污
水管网却不通往污水池进行最终处理。”②

路边、河边到处可见各类固体垃圾，村庄整体的自然生态景观遭受破坏。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给
百沙村乡村旅游业发展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农村生态质量的下降直接导致游客数量的减少，进而造成当地
农家乐经营户经济收入的下降。但个体的经济理性意识与个体效益最大化的行为没法改变这种困境，反而
容易出现阻碍环境治理的思维与举动。因此，需要代表全村利益的村委会或地方精英来组织村民开展集体
环境治理，这种集体行动代表的是村庄整体利益而不是村民个体利益，才可以克服个体经济理性意识的
短处。

2．寻求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和谐统一

面对严重的生态与环境危机，地方环境管理者与当地村委会也开始积极行动来应对环境污染问题。在
百沙村调查时，我们发现 2010年左右当地村委会组织村民进行“声势浩大”的截污纳管工程来治理农家乐
生活污染，通过管道铺设、污水池建设、垃圾集中清运等方式来整治农村环境。从短时间内来看，这种治理
模式起到了减少污染、治理环境的效果;但从长时段来看，这种治理手段不仅建设费用高、维护成本大，而且
经处理的生活污水排放的尾水仍存在影响水文环境等问题。此外，当地村民也认为这种治理方式存在着不
足。“并不是所有的农户都需要截污纳管，有些农民完全可以自己处理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垃圾，统一处理显
得有些‘劳民伤财’……”③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环境管理单向思维逻辑的体现，只重视环境治理过程中
“治”手段的发挥，忽视“用”方式的重要性。

在环境治理过程中，发挥农民自身的主动性至关重要。在单一的环境管理思维影响下，经济发展与生
态保护是一种对立的关系，难以挖掘出两者间的内在统一关系。环境保护的本质是寻求经济与环境的协调
发展，是“人类—经济—环境”系统实现良性循环的中心环节［22］。而浙江另一个村庄———里家村在面对环
境污染时，就改变了经济理性思维而寻求通过“治”、“用”结合的方式来应对生活污染。与百沙村以经营农
家乐为主要产业发展方式不同，里家村则是以农业生产为主兼具少量农家乐经营的产业模式。早在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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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于 2018年 3月和 8月百沙村实地调查。
访谈资料是 2013年 5月 11日实地调查中获得。在进入杭州百沙村后，笔者与当地的一些村民进行“聊天式”的访谈，

了解到当地农村因农家乐产业发展造成的生活污水影响以及环境治理的具体情况。
访谈资料是 2018年 3月 18日实地调查中获得。根据笔者与杭州百沙村村主任的访谈，了解到村干部也认为有些政府

工程虽然有助于治理环境污染，但相应的治理模式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考核“一刀切”，执行方式缺乏灵活性等。



年，里家村应对生活污染时也按照地方政府的要求进行截污纳管工程，把每家每户的生活污水都集中引入
污水处理池进行生化处理，尾水达标后再进行排放。但是，当地村民发现这种处理方式虽然消除了环境污
染，却再也找不到足够的农家肥来种植蔬菜、苗木和养殖鱼苗，此外这种治理方式对缺少集体经济收入的村
委会来说也难以长期维持运行成本。因此，当地村委会组织村民对治污工程进行了改造，在污水进入污水
管道之前引入了沼气池来处理各种厨余垃圾、人粪尿、牲畜粪便等。
“保护生态与环境一直是上级政府要求和我们村委会需要执行的日常工作。我想每一位村民也愿意保

护村庄的生态与环境、维持良好的村容村貌。但是，不能因为保护生态或环境，就改变农民农业生产习惯或
阻碍农业生产正常开展。因为实施新农村建设工程后，生活污水都统一进入污水管与污水池，农民没法利
用传统意义上的牲畜粪便、人粪尿等农家肥。这给种植蔬菜、苗木和养殖鱼苗的农户带来很大的麻烦，而我
们村的老百姓基本上都以种植蔬菜、苗木和养鱼为生。所以，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如何改变这种矛盾或对立
的状况，后来就引进沼气池来处理生活污水、厨余垃圾等，取得了不错的效果。”①

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提到，一些现代主义项目为何有如此的破坏性，它们所忽视的———经常
也是它们禁止的———正是支撑复杂活动的实践技能。这些实践技能、知识、经验、本领等被称为“米提
斯”［23］。正如发挥“米提斯”的作用一样，里家村结合本村实际情况进行了治理手段的改变与调整，较好地
处理了农业生产要求与生活污染治理之间的矛盾，同时也实现了生活垃圾的资源化、无害化利用，并大大节
约了环境治理成本。

3．从“生态自发”到“生态自觉”

在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过程中，经过多次实践检验，人们可以寻找到一条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协调一
致的新路径。从重经济轻生态转变到生态与经济相结合的发展过程，也是从“生态自发”跃迁到“生态自觉”
阶段的重要环节。从浙江里家村案例以及南京马场村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行为转变所带来的重大
变化。南京马场村在乡村旅游与农家乐经营过程中同样也遇到厨余垃圾难处理的问题。马场村村民并没
有选择厨余垃圾外运填埋处理的方式，而是立足于本村实际，建立村庄共用的厨余垃圾处理沤肥池，不仅有
效地处理了农家乐经营户的厨余垃圾，而且还为周边农户提供了一些农家肥来种植蔬菜、养鱼等。
“现在我们村十几户农家乐经营户都会主动地把厨余垃圾单独分类出来，集中在一个塑料桶内并放置

在门口，等待收集人员来收取。我们村在旅游旺季时期会每天收集两次厨余垃圾; 淡季时期每天收集一次
厨余垃圾。农家乐经营户也会按时缴纳相应的垃圾处理费用，有序地维护村庄整体的生活环境。这对他们
自己来说也是一种鼓励，有了良好的生态，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来乡村旅游。”②

这是一种“治”、“用”结合环境治理理念的体现，有效地实现了农家乐发展与生活污染治理的协调统一。
这种成功的环境治理模式还可以促使农户转变原有的环境意识，认识到生态保护的同时也可以维持经济正
常发展甚至有新的增长，促使农民自觉地去保护农村生态与环境。因此，在经济理性思维下农民为了经济
发展而“被迫”保护生态，转变到自觉地保护生态与环境，正确地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内在关
系。我们可以把这一变化过程总结为从“生态自发”转变到“生态自觉”，是农民自觉环境意识形成的过程。
从“生态自觉”概念来看，可以视为费孝通主张的“文化自觉”理念的下位概念，他所说的“文化自觉”是指
“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这样，人们就会更理智一些，从而摆脱各种
无意义的冲动和盲目的举动”［24］。陈阿江在考察太湖流域水污染问题时也发现部分企业主主动进行转型升
级，有一种“生态自觉”的转型意识［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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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访谈资料是 2014年 8月 7日实地调查中获得。笔者与杭州里家村的村主任就当地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情况进行讨论，
进一步掌握了全村应对生活污水的不同阶段，以及当前村庄环境治理所取得的成效。

访谈资料是 2018年 3月 10日实地调查中获得。笔者与南京马场村的村主任、垃圾清洁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当地农家乐
的厨余垃圾收集、处理情况，尤其是当地采用的三格式发酵处理池具有较好的处理效果。



四、农民生态自觉行为形成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

在生态自觉理念的指导下，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呈现出内在统一的取向。生态自觉是和谐理性观念，
是为了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26］。农民生态自觉行为的出现，带来多重社会效益，不仅实现了垃圾减
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利用，还可以促进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

1．提高农民环境意识，开展环境保护行为

培养农民的生态自觉意识是一个提高农民环境意识的过程，也有助于改善农民的环境行为。生态自觉
是一种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意识形态，不会因为保护生态与环境，就阻碍经济的发展。因此，生态自
觉意识的树立，其实质是正确地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内在关系。

生态自觉意识的形成具有带动效应。以里家村为例，村庄内部的一些地方精英掌握更多的社会信息与
具有更宽阔的社会视野，首先应树立起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念，并通过一些实践来予以检验。通过这些地方
精英带动村民培养日常生产生活中的生态自觉意识，久而久之，普通农民也逐渐认识到生态保护和经济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随着农民生态自觉意识的树立，自身的日常生产生活行为也会随之改变，从“生态自
发”转向“生态自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意识与行为体系。
“自从建了沼气池之后，我们村的村民也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主动地把日常生活垃圾分为可

腐烂的和不可腐烂的。因为可腐烂的垃圾可以放入沼气池进行发酵处理，不仅满足农民日常生活燃料所
需，还能减少厨余垃圾、瓜果皮、蔬菜叶等，提高生态与环境效益……农民自己意识到保护环境带来的好处，
就会自觉地进行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维护村庄的村容村貌与塑造良好的生活环境。”①

从生态自觉的内涵来看，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冲突，两者可以和谐共生。生态自觉意识存在
的基础，是必须发展一种对自然的新态度，它的基础是同自然协调［27］。农民自身的行为在环境规制下发生
改变之后，逐渐形成生态保护的环境意识，认识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能够达到一种双赢的效果。农民形
成生态自觉意识之后，在日常生产生活中会自觉地进行环境保护实践活动。

2．生态自觉意识指导垃圾处理，实现种养结合，达到发展与保护双赢

生态自觉意识指导下的农村垃圾处理方式，转变了原有单向性的治理方式，更注重从“循环利用”的模
式出发来发展农业生产。在传统农耕社会，由于物质资源的稀缺与交通条件的限制，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肥
料基本上是以农家肥为主，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都会捡粪、积肥与沤肥，积攒足够的粪肥来满足农业生产所需
的肥料。农户积攒肥料的多少代表着来年农作物产量的高低。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种养结合
的生产模式被改变，农村物质能量循环也被打断。农业生产中开始使用大量的化肥来取代农家肥，人粪尿、
牲畜粪便等农家肥的使用陷入停滞，成为面源污染的主要污染源。虽然化肥使用具有效率高、便捷方便等
特点，但是土壤板结、土质下降等负面问题也慢慢呈现出来。
“2010年开始建设新农村的时候，我们村也是按照上级政府要求进行了全村农户生活污水的截污纳管，

统一进行生活污水的生化处理。但是，工程实施之后，老百姓没有了农家肥来种植蔬菜、苗木和养鱼，造成
农业生产上的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村委根据本村的实际情况，也请教了大学专家来分析如何克服这个
问题。后来，尝试引入高效能的沼气池来处理各种生活污水、厨余垃圾、牲畜粪便等。这种生活污水处理方
式的改进，不仅满足了农民农业生产农家肥( 沼渣、沼液等) 的需求，而且还提供了沼气等清洁能源和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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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访谈资料是 2018年 3月 11日实地调查中获得。这是笔者第二次去杭州里家村调查时，与当地村委员( 民兵队长) 、当
地村民进行访谈时了解的当地生活污染治理情况。



生活污水总量，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双赢。”①

由于蔬菜、苗木等植物生长的特性需要，农家肥比化肥的使用效果更好，所以里家村的农民需要大量的
农家肥来满足农业生产需要。日常生产生活中产生的人粪尿、牲畜粪便等都进入沼气池进行发酵处理，沼
气被作为生活燃料来使用，沼渣、沼液则作为重要的农家肥使用在农作物、经济作物与鱼类养殖上。农家肥
的使用，不仅实现了经济效益的增长，还促进了种养结合的物质能量循环，实现了生态垃圾的资源化利用，
达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双赢。根据实地调查情况来进行估算，以每户每天产生 10kg 的厨余垃圾、生活污
水、人粪尿、牲畜粪便的量来计算，全村近 400 户，每天产生 4 吨左右的可腐烂垃圾，一年产生 1 440 吨可腐
烂垃圾②。如果这些生活垃圾没有得到有效处理，直接排入周边环境将产生不可预见的环境风险。

3．减少面源污染，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

面源污染是当前主要的环境污染问题之一。相对于点源污染集中、量大的特征，面源污染则呈现分散、
面广、治理难等特点。当前农村面源污染来源包括农业生产化肥农药流失、生活污水排放、畜禽粪便外排等。

第一，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大量流失。当前农业生产中化肥、农药的使用是实现粮食产量增产的重
要手段，但由于农民农业技术掌握程度不高，化肥实际流失量却很大。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测算，当前中国农
业生产中化肥使用率只有 35%。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近几年来我国化肥使用量大部分时间处于增长状
态，近两年虽有下降，但依然处于高位。化肥替代农家肥成为主要肥料之后，成为了农村面源污染的主要来

图 1 我国近五年来化肥使用量变化情况③

源之一。
第二，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造成了人粪尿、牲

畜粪便的大量外排。随着农业生产科技的飞速发
展，化肥、农药使用已在农业生产中得以普及，传统
农业生产中的农家肥使用大大减少。与此同时，各
种专业化、规模化养殖业也快速发展，牲畜粪便出
现集中化趋势，环境风险也随之加大。根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近十年来全国主要肉类产品产量年
均增长率超过 2. 4%④，同时，规模化养殖越来越普
遍，成为主要畜禽养殖方式。2010 年《全国第一次
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畜禽养殖业的污染排放已
成为我国最重要的农业面源污染源之一;畜禽养殖
业排放的化学需氧量( COD) 达到 1 268. 26万吨，占全国所有污染物 COD排放量的 41. 9%;氮和磷污染的排
放量为 102. 48万吨和 16. 04万吨，分别占全国氮和磷排放量的 21. 7%和 37. 9%。这一比例在最近几年以来
又进一步上升。

因此，利用“治”“用”结合的农村垃圾处置方式来应对农村面源污染会卓有成效。一方面，减少厨余垃
圾、人粪尿、牲畜粪便的外排，重建种植业—养殖业之间的物质循环;另一方面，各类农村垃圾进行资源化利
用后，化肥、农药等化学制品的使用量也会下降，减少肥素的流失来缓解农村面源污染。从马场村、里家村
案例中可以看出，随着“治”“用”手段的结合，厨余垃圾、人粪尿、牲畜粪便等垃圾都得到了有效处理，且减少
了农业生产中化肥的使用量，一举两得。从宏观层面来分析，从政府单一的环境管理手段转变为农民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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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访谈资料是 2014年 8月 7日和 2018年 3月 11日实地调查中获得。结合前后两次调查，对杭州里家村的生活污水治理
有了更好的理解，通过与当地的村干部、村民访谈，基本掌握了当地引进沼气池处理的几个阶段及其取得效果。

资料来源于 2018年 3月里家村实地调查。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的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的统计数据。



自觉行为实践，将会带来更多、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

五、从“生态自发”到“生态自觉”:农民垃圾处置行为方式转变的社会逻辑

农民自觉环境行为的形成需经历了一个较长的社会变化过程。首先，生态自觉意识的培养需在政府环
境管理压力、外部环境教育、村干部行为示范与自身实践尝试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其次，在外部规制与力量
控制下进行一定时间的行为内化，最终在外部力量、内部需求与自我意识觉醒等方面的综合作用下促进农
民形成相应的环境行为，实现生态自觉的最终目的。农民生态自觉环境行为的形成分为几个阶段。

1．经济理性文化影响下个体环境污染行为的出现

由于经济理性意识的影响，农民的日常生产生活行为更加趋于经济理性化，把追求利益最大化和效用
最大化作为日常生产行为的主要目的。与此同时，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市场经济阶段，市场经济法治建设并
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各种规避环境问题和减少生产者自身负外部性的行为屡见不鲜。这些行为导致
的直接后果就是各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的大量出现。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时间内，各种生态破
坏、环境污染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亟待需要解决的难题。比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更为令人担忧的则是在市场
化过程中农民个体的意识与心理的转变。传统农耕社会时期，农民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并不会出现各种破坏
生态、污染环境的意识与行为，农村社会是一个“有垃圾无废物”的社会系统。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
和谐相处的关系。但是，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受到市场经济文化的影响，农民的经济理性意识被激发出来，
个体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成为主要的行为动机。对一个
市场经济制度不健全的社会来说，个体规避法律制度和逃避法律制裁的环境破坏行为不断出现，使得全社
会需要面临发展过程中“公地悲剧”的难题。

2．现代社会需要法律制度来规制个体环境行为

随着经济理性文化影响的不断加深，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程度也随之加深，光靠个体意识自觉转变往往
很难，这时就需要外部力量来进行规制与控制。因此，针对越来越严重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状况，国家与
政府作为主要的环境管理者，会根据现实社会情况制定各类环境法律政策与制度来控制个体的环境行为方
式。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来分析，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环境规制也一直伴随左右，尤其是近十年来，环境
法律制度逐渐健全、环境控制力度不断加强，这对缓解环境污染状况有一定的正面效用。这种外部环境规
制主要来自国家管理者，国家会先于社会意识到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对国家政治与社会稳定的威胁，采取相
应的措施来防止问题的扩大化。从中国社会实际情况来看，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更有利于通过行政控制与法
律规制等方式来减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在一系列的法律制度规制与行政控制方式之下，短时间内
环境状况会得到有效的改善。

3．法律规制下个体环境行为方式被迫改变并养成行为习惯

在外部控制力量的影响下，个体环境行为成为监管的主要对象，无论个体主观意识是否愿意，个体始终
要遵守相应的环境规范来开展日常活动。随着个体环境行为的改变，个体的经济利益可能在短时间内会受
到相应的损失，各种负外部成本无法转嫁给社会，个体需要承担起环境治理的费用［28］。甚至环境标准严格
的时候，由于环境控制程度的加深，不少依赖于环境污染转嫁到外部的生产者无法承担起相应的治理成本，
最后可能面临亏本、破产等困境。但是，经过长时间环境规制的作用，个体环境行为最终会形成一种习惯性
行为方式，在经济利益获取与环境污染应对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在这一行为方式转变过程中，行为结果会
被生产者普遍接受，因为从长时段来看经济效益并不会因为生态效益的维护而下降，可能还会有所增长。
例如，以有机大米生产为特色的农业生产模式，虽然单位面积的水稻产量有所下降但价格却远高于普通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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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因此有机水稻单位面积的经济效益高于普通水稻。这种兼具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生产模式会对个体
心理与意识产生一些改变，使农民认识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可能并不是截然对立的。

4．从“生态自发”到“生态自觉”是长期实践的内化结果

在行为被迫改变的影响下，个体的心理与意识也会逐渐认识到保护生态与环境的重要意义，进而从纯
粹的经济理性转化到兼具经济与生态意识( 生态自发意识) 的状态，最后树立个体的生态自觉意识。从生态
自觉行为的内涵来分析，并不仅仅强调生态效益的重要性，同时也兼顾经济效益的增长。在生态自觉意识
状态下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并不是截然对立冲突的，二者可以相互包容，生态效益突出的同时也可以实现
经济效益的增长。在生态自觉意识状态下，个体行为方式会出现较大的变化，在日常生产生活过程中会自
觉地顾及周边的生态与环境状况，做出符合相应法律制度规范要求的行为。此外，农民生态自觉意识的形
成也是长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张力的结果。农民理性选择行动的实现，在宏观层面上则反映了整个
社会的结构变迁以及农民社会流动的状况，在微观层面上则意味着农民自我意识的增强和主体选择能力的
提高［29］。可见，“生态自觉”的出现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必然结果。

六、结论

从生态自觉行为的形成过程来看，需要经历经济理性所带来的生态破坏、环境危机和经济与环境之间
的矛盾阶段，才能够结合实际情况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生活模式。这种生态自觉模式的形成所
需要的前提是农民不恰当的垃圾处置行为受到法律制度的规制，被动地改变一些不利于环境的生活习惯与
行为方式，久而久之内化为自身的一种环境意识。进而，农民自发地改变自己的环境行为方式，并主动地意
识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并自觉地形成符合生态要求、环境保护的环境行为，逐步实
现生态、经济与社会多重效益的并存。

正如乡村振兴战略中所强调的“治理有效”的目标，农村环境治理并不是简单地通过政府环境制度的下
达来实现，而是需要在遵循农村社会结构、社会关系与地方文化的基础上，发动农民自身的主动性与积极
性，实现外部制度、现代技术与村民治理的有效融合。乡村振兴离不开农民这个农村主体，环境治理同样需
要农民作为主体参与其中。农民自身形成生态自觉行为方式之后，在日常生活中能够自觉地意识到环境保
护的重要性，把环境因素纳入生产生活行为之中。这种自觉追求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
统一的过程，是一种“集约经济式”的探索模式，实现了外部制度要求与村庄内部需求之间的平衡。

因此，对太湖流域地区农民垃圾处置行为转变的思考与探索，将会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掌握生态自觉行
为出现的整个过程并明确其产生的社会价值。不同的区域、村庄、人群在生态自觉行为形成过程中都会有
各自的特点，但基本上都会遵循“环境问题出现—外部制度规制—行为内化与调适”的发生发展规律。掌握
了这条社会规律，将会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深刻地理解生态自觉行为的整体性以及行为方式转变过程中
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间的内在关系。这也将为今后农村垃圾处置制度的制定提供一些启示:一是正确认识
农村社会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地方文化，出台一些符合农村社会特点的环境政策与制度。二是深入理解
农民的行为逻辑，根据农民的行为特征来调整环境制度，提高制度的适用性。三是尝试各类新的实践模式，
通过制度的引导，创造出具有多重社会效益的行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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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Ecological Spontaneity”to“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Ｒesearch on
Behavioral Change for the Farmers in Taihu Lake Basin to Dispose Trashes

JIANG Pei
( Sociology Institute，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732，China)

Abstract: How to dispose rural trashes is currently a difficult issue concerned by the whole society． Whether rural
trash treatment is proper is related to stability of rural environment，the happiness of farmers life and the harmony of
rural society． By theoretical study and spot survey，we find that a part of farmers in Taihu Lake basin have made
good achievements for rural trash treatment based on their rural reality． In the process of the rural trash treatment，
the farmers changed their environment consciousness，changed their improper behavior，understood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environment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nd has reached a kind of“ecological
consciousness”status． The practical model of farmers trash treatment behavior change in Taihu Lake basin not only
has good ecological benefit but also realizes economic benefit growth and social benefit expansion． In addition，after
deep analysis of the studied case，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generating and developing laws for farmer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behavior and provides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environment regulation in future rural trashes
treatment．
Key word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farmer; trash treatment behavior; social benefit; Taihu Lake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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